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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的矛盾性与中国的作为

刘雪莲 张松梅

［摘 要］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逆流，引来学术界对“逆全
球化”现象及其影响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实际上，从全球化进程中固有的矛盾性来看，当今世界
的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这些变化
的根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全球化与世界均衡化的矛盾等，是冷战
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性，体现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互动和矛盾统一关系。当
前，这些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带来了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和抵制力量的大反转，进而对全球化发展

所依托的规则和制度产生不同的诉求，而对原有制度的反对与坚守，也必然带来世界秩序的转型和

重塑。在这种大变局之下，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以求同存
异、共存共生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协调两者关系，使中国特色与全球化相互交融; 在全球化进程中打
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全球化的价值和目标; 中国在

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重视大国责任的承担，未来将以责任和担当赢得尊重和影响力; 在

“一带一路”实践中，创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模式，为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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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各种矛盾的交织和翻转，
国际形势的跌宕起伏，使世界呈现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进程方面，近些年来，美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英国的脱欧以及美国在 “美国优先”口号下的各种“退群”，使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逆
流，人们将此类现象称为 “逆全球化”。学术界对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阐
述，但如果将其放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当前的逆全球化可以在全球化发展的固

有矛盾性中找到根源。实际上，我们的全球化研究又回到了原点，而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
在现实中的新体现，中国不仅面临着选择，而且需要承担起大国责任，积极地去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 “逆全球化”问题，当前的学术界有多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个层面: 一是从体系层次去分析，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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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家的崛起，影响了原有全球化发展中的主体定位，使一些发达国家为适应国际体系的转型而

进行自身调整。有学者从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变化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等方面去分析 “逆全球化”
产生的原因，认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解构着原有的世界
经济秩序，给整体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1－5］二是从国家层次进行分析。在这方
面，学者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政策选择转变的分析方面，认为特朗普所主张的 “美国优先”及贸
易保护主义政策并非真正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会给美国利益带来损害的全球化，是否满足美国

的利益是衡量其对全球化态度的真正标准。同时，美国的逆全球化主张，也是其国内各种社会矛
盾的反映，是其恢复实体经济优势地位、重塑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格局的需求。［6－9］三是关于对
“逆全球化”的应对方面。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有责任向世界提供自己
的智慧和方案，去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与进步。［10－12］以上这三个层面的研究都针对了当前全球化
的新变化，是重新认识当前全球化发展的基础，而本文拟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角度出发，对

当前全球化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力图将体系层次与国家层次结合起来，既探究逆全球化产生的特

殊性根源，又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性的普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

议。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

在关于全球化进程的研究中，学者们对 “全球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一问题存有
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例如英国学者简·阿
特·斯图尔特 ( Jan Aart Scholte) 认为: “从把地球当做单一的空间的思想角度而言，全球性可
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13］74中国学者李慎之则具体地将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看成是全球
化的起点。［14］13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始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时期。正像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
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5］252，254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
主义的进程是属于同一个进程，因为两者有着 “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从起点来
看，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开始其漫长历程，即资本的全球扩张开启了全球化

的历史进程。”［16］28因此，现在有很多学者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性来分析 “逆全球化”产
生的原因，就是基于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

体，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 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周年大会上讲到的: “第一个真
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从以上三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及其特性。同时，全球

化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以 1999年 11月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示威为开端，引发了人们
对全球化的反思。而当前以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等为特征的 “逆全球化”现象的
出现，再次将人们的思考引向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本身的发展一直就是充满矛盾的，只不过
没有突出表现出来而已。其主要的矛盾性表现在三个关系上，即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全球化
与国际化的关系、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关系，这些矛盾性的关系始终在全球化进程中存
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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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基本的矛盾。本土化在这里更多地是指各国发展
的民族性。从总体来讲，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各国的民族性，有时反而会使一些民族国家的
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实际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所追求的同一性或趋同性和
各国发展的民族性同时存在，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但由于各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不同，

其与本土化的矛盾性也表现得不一样。在以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
者，也使全球化明显带有西方的色彩，曾经出现英式的全球化、美式的全球化等。发达国家凭借
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以及军事上的实力地位，要求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加入到全球化中
来。全球化不仅给这些国家带来利益的增进，而且他们凭借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全球扩展
其政治的价值观念。与之相反，对于那些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弱势位的国家来说，全球化越是充
满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些国家就越不能放弃 “反应性的民族主义”［17］，即在发
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审慎保有自己的民族性。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化进程中都表现出民族性的一面，发达国家是用自己的市场经济观念和民主价值理念去改变其

他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用国家主权为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独立和自主。［18］48

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群体性
崛起，全球化发展出现了大逆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之后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2008年之后经济出现相对衰退。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来看，当一些国家
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时，最合理的庇护就是其本土化或民族性的回归，尤其是当一些国家将

本国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时候。于是，美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提出 “美国第一”的口号，同
时不惜破坏自己亲手创设的规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以国内规则去看待和规制国际问题，与

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因此，我们看到，当全球化是按照美国意志在推进时，美国的本土化与全
球化是一致的，而当全球化的发展开始有悖于美国的意志，更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时，

美国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就对立起来，美国就成为了“逆全球化”的代表。
(二) 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将全球化与国际化混同使用，但它们之间实际上是有明显区

别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将全球化与国际化
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将全球化定义为超越空间和压缩时间的进程，认为全球化对于世界政治来说

具有全新的变革性作用; 将国际化定义为以领土为基础的跨国界交换进程，认为国际化是国际范

围内国家体系进化的基本延续。“全球化彰显了世界政治中新的行为体的兴起和新的关系的出
现。国际化则表示原有行为体持续的重要性和原有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基于领土的国际进程使得
国家行为之间的差异得以继续存在; 非领土的全球进程则将国家之间的差异推向融合，同时也催

生了许多为切实适应全球变化而启动的地区进程。”［19］14－15从彼得·卡赞斯坦的区分中，我们可以
看到，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球化，相反，国际化越增强反而越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阻碍。
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家间经济的日益相互依存以及众多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全球整体化

的需求越来越强，促使各国加强彼此的合作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方面，全球各国逐渐成

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些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消除国家体系的存在及其持续地发挥作
用，特别是当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 尤其是主要国际力量之间) 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国家的

独特利益就会被凸显出来，国际化中的问题就会被重新关注。在全球化被强调的时候，各国关注
的是绝对利益，追求国际合作的达成; 但是当国际化被强调的时候，各国往往关注的是相对利

益，追求权力和安全等现实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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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矛盾性之中。一方面，中美同处全球化发展进程之中，面临着
许多共同性的问题，需要彼此合作来解决;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之

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并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而在这种矛盾关系中，中国选择继续推进全
球化，关注世界的整体性发展，而美国则选择维护自身利益并以国际化为手段对中国发动贸易

战。2017年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 “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 “对
手”。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美国以贸易战为主导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目前
来看，中美之间的国际化竞争，不仅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阻碍，而且将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带

来深远影响。
(三) 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矛盾

从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矛盾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整体的贫富差距越

来越大，影响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是新兴国家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发

展模式。
冷战结束后，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全球化的推进曾经寄托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的美好愿望，希望通过全球化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

质就是资本总是流向能给它带来最大利润的地方，同时，高科技产业始终在发达国家的控制之

下，这就使处在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得到富裕的生活，反而与世界

的中心区日益拉大了距离。因此，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全球化的非正义非均衡的发展属性被凸
显出来，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调整，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而得到发展，并逐渐打破

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
放的政策，积极投身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先进的管
理经验，并将国内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
起，它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力也逐渐增大。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打破了原有
的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权力、利益结构的均衡，对全球化的未来有了新的诉求。这种世界的不
均衡化发展会带来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为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因素和新的价值。同时，西方和
非西方的对立也会在未来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显现出来。
总体来说，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些矛盾性始终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凸显出来。今天的 “逆

全球化”、中美的矛盾性以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性都可以在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分
析中找到答案。

三、当前全球化矛盾性的突出表现与中国的立场

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在当前形势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制度
的反对与坚守、秩序的转型与重塑。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全球化的旋涡之中，并在全球
化进程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全球化矛盾发展中的选择，将对未来全球化的推进产

生重大影响。
(一)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力量，反映的是全球化主体的纷争问题。事实上，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
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在各种不同的主体推动下的产物。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 “全球化就像
以往涉及到市场和贸易的其他发展一样，是一项政治工程……是一种由政治意愿而绝不是命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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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发展。”［20］45－46

从以国家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在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它们掌握着世

界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更顺利地推进全球化，西方国家提出
限制甚至放弃国家主权的主张。如乌·贝克提出: “在全球性时代，国家主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
主权才能实现”［21］14。而有些人直接就将全球化作为大国干涉的工具或理论依据，提出: “全球
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 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

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它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安全的
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22］27。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是西方主导
的全球化的抵制者。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经常在世界公开场合批评全
球化。他们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大国的霸权。20
世纪 80年代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它们意识到单纯地抵制全球化是无
济于事的，利用全球化来促进本国的发展是根本的出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加入，使全球化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从西方国家的单向推动进程变成了双向的作用过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化。在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 “逆全球化”政策的实质就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不受
损害，并力图阻止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最大限度地保有对全球化的主导权。
中国的发展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重拾对全球化的信心。中国不仅要做全球化的受

益者，更要做全球化的贡献者。当美国等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感到
困惑和疑虑之时，中国向世界阐明鲜明的立场: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

进步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
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
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中
国自身的经验最有说服力。［23］在当前，“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24］5，中国坚定支持
经济全球化，维护开放的全球经贸体制，努力使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
(二) 制度的反对与坚守

在全球化进程中，制度是推动全球化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条件。面对当前
美国的一再“退群”以及对原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反动，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美国要反对
自己创设的制度，而中国却极力维护现有的制度? 有学者从中美制度竞争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历史

性的大翻转，认为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25－26］有学者从制度制衡理论出发提出 “制
度红利”的概念，认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红
利，但是这种制度红利的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的相对衰退，它们所

获得的制度红利相对下降，从而产生改变制度的强烈动机; 而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成

为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多边制度的成员国，其影响力和合法性得到提升，同时分享着制度所带来的

红利。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红利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新兴国家，从而
使新兴国家改变制度的愿望下降。［27］

在中美制度竞争中，实质上又体现为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对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越
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而破坏多边主义的制度体系，这实质是霸权思维和现实主义政策取

向的体现。中国维护全球化现有的制度和规则，不仅是与美国的单边主义相抗衡，而且更主要的
是维护多边主义规则，因为它是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根本保障。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习近平主
席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的立场，那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他指出: “我们要坚定支持多
边主义。要秉持同舟共济伙伴精神，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加强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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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推进国际社会
合作应对重大挑战。”［28］同时，中国也在创设新的制度，比如为促进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
体化进程的亚投行 ( AIIB) ，以及为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
项目提供资源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 NDB) ，等等。可以说，维护了多边主义，就是维护了全
球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就维护了世界持续发展的前提。
(三) 秩序的转型与重塑

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主体力量的转换，制度规则的对立，都反映了新时期世界秩序的转型

特征。“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 逆全球化可被转化为全
球化转型的动力，通过观念更新、机制规范调整、注入新动力以及整顿运行环境等，实现普惠、
包容的新型全球化。”［29］在这一世界秩序转型过程中，“逆全球化”的出现不仅促使人们进一步
反思全球化，而且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新兴力量的作用得到发挥，并针对原有不均衡、
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提出转型诉求和新的理念。虽然以规则为基础的原有世界秩序还没有彻底转
型，但是已经不是完全西方中心的秩序了，它已经开始被重新塑造，非西方国家的理念、制度将
给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这将是充满矛盾性甚至对抗性的过程。
在 2019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

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

的。他强调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
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搞得越大越好、
阻力搞得越小越好。［30］在世界秩序转型时期，中国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继续坚持发展的主线，
坚持合作和共享的理念，推动全球化向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总之，现今的全球化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了，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

的复杂过程。现今的全球化也不是单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非西方国家已
经将理念、制度以及诉求融入到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的矛盾性将仍然存在。中
国越来越站在全球化的潮头，全球化发展的矛盾性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中国必须反思以往的全

球化进程，看清当前全球化矛盾性的新变化，避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四、中国的作为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行为给全球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作为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所要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一) 理念上: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31］这是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写照，
也是中国的世界理念的体现。这里所蕴含的关键思想是: 中国与世界是融合的，而非对立的; 中
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谋求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将这一理念放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就是中国
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像美国一样将自身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割裂开来，去

单纯追求个体利益的实现。中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以求同存异、共存共生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协调
两者关系，使中国特色与全球化相互交融，既不使本土化被全球化否定和扼杀; 也不使本土化成

为全球化的主导，推行所谓的中式全球化。
(二) 为全球化设定新的价值和目标

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后，全球化才真正改变西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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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单向主导和推动的局面。世界的异质性发展打破了西方大国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垄断，多元主义
使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和价值观念得以传播并影响世界。
面对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

现实，面对世界动荡和不确定性增强的挑战，中国切实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其核心归结起来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

抗，要共赢不要单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因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的传
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
理念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全球化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价值和目标。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多项决议纳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内容，有助于将这一中国的理念变成全球性共识。
(三) 重视责任的承担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面对 “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需要
重视对国际社会责任的承担。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也越来越 “社会化”了，
因此，对大国来说，未来世界起决定作用的将不是权力，而是责任。中国在更深层次地融入世界
的进程中，要避免与其他大国的权力争夺，而要以责任来赢得世界的尊重。目前，中国的世界贡
献正像《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总结的: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为各国分享 “中国红利”创造了更多机会，
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搭建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此外，中国一再
强调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国强必霸，是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评判中国，并不是
什么历史定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不会改变。［31］

(四) “一带一路”的实践创新
中国的理念和价值，集中体现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中。 “一带一路”承载着

“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多元、自主、平衡和持续发展; 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使命，中
国学者将“一带一路”看做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从“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来看， “一带一路”开创了全球化发展中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一带一路”所要建设的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这种新型关系就是在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基础上，追求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的关系。在这些实践创新中，中国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地
区和世界的发展之中，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缓解并规避了全球化发展中所遇到的矛

盾困境，为今后有效推进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全球化是历史趋势，不是哪个国家的 “逆全球化”行为可以改变的，但全球化也从

来都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发展过程，它需要各国的积极推动。中国推动的是新型的全球化，它不
再是“西方化”，也不会是“中国化”，而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产物; 它不是强调个体发展的全
球化，而是将个体的发展寓于世界整体发展之中，谋求世界的共同发展的全球化。针对全球化进
程中矛盾性的新的表现和变化，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但中国决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以实际
行动推动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是中国的信念，也是中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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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on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ANG Dong－liang，LI Peng－ao ( 8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wed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was an irre-

versible trend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GHM ) ．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echanisms of hu-
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labor productivity，established the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by fixed effect，generalized moment and bias－corrected 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and found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GHM，had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service indus-
try，which is 1. 5 times as large as the secondary industry，and had about 20% higher effect in GHM and 80% higher
effec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refore，we suggested that GHM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Macao and the Mainland，an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spillover of enterprises，and that GHM should take endogenous force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s the
core factor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labor productivity; hu-
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Acquisition Target Selection
SUN Ye，WANG Tian－tong ( 98)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 acquisition target selection under a trilateral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alysis framework．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that were acquired and a random
sample of listed firms that were not acquired during the period 2009—2018 are used for the estimation of the logistic
probability model． We find that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f a firm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ossibility
of it will being acquired． This kind of impact is more prominent when a hub airport geographically proximate． Moreover，
a firm’s headquarter geographic overlap with a top－tier advisor will enhance that impact． We theorize that mispricing，
single of management level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are th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mpact on target choo-
sing．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A market has an information opacity cleaning mechanism． Geographic character-
istics could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wo parts of the deal by enhancing the information stream and by
reducing the information cost． This findings are important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market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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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 Liabi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WEI Yi－hua，YU Ai－si ( 110)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re continu-
ously produced． Whi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lives，it also triggers a series of product
liability events． The particular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uncomplet-
ed product liability system． Coase Theorem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necessity of product liability system and
the choice of institutional goals． Using producer responsibility－innovation model and consumer surplus to analyze the im-
pact mechanism of product liability system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arious entities in the market．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ault liability rather than the strict liability should be taken as the principle of liability for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in China．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protection of judicial subject rights，but also maximiz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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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adiction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China’s Action
LIU Xue－lian，ZHANG Song－mei ( 119)

Abstract: When the world is facing great the changes which have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ppears a counter－current，which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and its
influence． In fact，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today in terms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U. S. Donald Trump’s America First Policy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policy can find the causes of these changes to some
extent． The contradictions which are universal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balance，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action and contradictory unity between the system level and the national level． At present，
these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ve brought about a great reversal of the driving force and res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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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of globalization，which has led to different demands on the rules and systems on which globalization is based，and
the opposition to and adherence to the original system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haping of the
world order． Under this situation，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
calization，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which makes a mutual blend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we break the values of western centralism and influence the values and goals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dvocated by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deeper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ajor powers，and will win respect and influence
by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future． In Belt and Road’s practice，China is innovat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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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ising Argument for“China’s Debt Trap Diplomacy”and Its Essences
WANG Qiu－bin，LI Long－long ( 12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some key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re in serious debt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India and some countries criticized it is China’s loan that made them fall into“China’s debt trap”．
Under their hype，this argument for“China’s debt trap diplomacy”gradually emerged and sprea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me countries use it as a discourse tool to criticize B＆R，attempting to implant“Trojan horse”between
China and relevant partners． Fundamentally，the rise of the argument is due to the strategic anxiety of some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 the face of China’s rapid rise． Its spread is also related to the factors such as seri-
ous debt problems in some B＆R countries，the complex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me debtor countries，and the in-
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West strong and China weak”． The rise of the argument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India and the west，between the west and some debtor countries． In view of this，to explore ways to dispel false
accusation and promote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are important guarante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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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Test of China’s Economic Justice Framework in the New Era
PENG Xiang－gang，CHENG Bo－hui ( 135)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eco-
nomic justice． It is urgent to grasp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justice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hina’s economic justice framework in the new era from six dimensions of idea of economic justice，economic institu-
tional justice，economic behavior justice，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justice，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global
economic justice，and takes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8 as sample，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test the framework qualitativel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
lows: In the New Era，the idea of China’s economic justi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justice is improved obviously，but the justice of procedure is
a little insufficient． The justice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s high，but the justice of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is ob-
viously insuffici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justice has been improved，but the“intergenerational saving rate”
has been seriously missing． There is a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equality and justic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the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Global economic justice is manifested evidently，bu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economic justice framework in the New Era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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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Logic Analysis of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A Mixed Study on the Accountability of Safety Production Accident Officials since 2005

XU Yu－zhen，LIU Bin ( 145)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the high－rank-

ing officials who wer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59 safety production accidents occurred in 2005—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the mixed research method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lear set comparative analysis ( cs /QCA )
exceeded the case． The particularity reveals the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leading to differences
in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levels，and explains the accountability ranks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a’s reform practices and
focusing on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s．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leadership instru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structures
are ke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accountability of officials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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